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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差异作为解释移民活动的决定因素已不是一个新的视角，然而

截至目前，学界尚未对两者之间的量化因果关系进行过讨论。本文利用中国

历史上的移民数据，采用新的文化差异度量指标（姓氏基因距离）来揭示地区

间文化差异对移民活动的因果影响。研究发现：采用姓氏基因距离度量的地

区间文化差异对移民行为具有较强的负向影响，即移民数量随着文化差异的

缩小而增加，并且即使控制其他经济、地理等因素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

两阶段回归，该结果依然稳健。本文不仅为理解文化差异与移民行为之间的

关系提供了扎实的实证证据，同时也对理解中国自１０世纪以来的移民特征

及其决定因素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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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文化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绝非短期可以实现。现有实证证据表明，文化改变对
经济社会因素产生影响至少需要４００年以上的时间（Ｇｒｏｓｊｅａｎ，２０１１）。这也是本文选择中国
历史数据，采用大跨度、长时段研究的原因。

一、引　言

文化因素作为理解移民行为的决定因素已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
在２０世纪，经济学家就发现，除直接经济因素外，文化会通过自身所产
生的经济外部性而对移民迁移预期产生影响。一方面，迁入地与迁出
地之间的文化差异（如宗教、价值观等）可能增加迁移预期成本，阻碍两
地间人口流动，如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或者冷战时期东西方国家间的
移民等（Ｄｕｓｔ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ｔｏｎ，２００４）；另一方面，迁入地与迁出地之
间的文化趋同又会帮助迁移者降低因语言、习俗等差异造成的迁移风
险 （Ａｋｅｒｌｏｆ，１９９７；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６）。尽管在理论方面已有相关文献进
行过讨论，但在实证研究层面至今依然没有揭示两者因果关系的实证
证据（Ｅｐ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Ｇａｎｇ，２０１０）。这既是因为文化的定义广泛抽象且
难以量化（Ｇｕｉｓ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也是因为缺乏反映文化长期变化的数
据（Ｒ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１本文利用姓氏遗传学方法，通过构建地区姓氏基
因距离作为地区间文化差异的度量指标，同时结合中国历史上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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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数据，采用双边模型框架，就文化差异与大规模人口迁移之间的因
果关系进行识别，提供实证证据。

２．例如，仅明朝初期的移民活动，规模就超过了１０００万人（参见曹树基，１９９７ａ），而近代东北
大移民规模更大，甚至超过了欧洲爱尔兰大移民和美国“西进运动”（参见 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ｒｙ，２０００）。

３．虽然人口史学家（如曹树基，１９９７ａ，１９９７ｂ；吴松弟，１９９７）早已对唐宋时期中国人口重心转
移、边疆移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但这些讨论一方面缺乏可以量化的实证证据支持，另一方面缺
乏内在机制的讨论，而本文恰恰提供了一个地区文化差异与移民行为间关系的研究视角。

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其幅员辽阔、地理环境
复杂，地域文化具有多样性；二是其历史具有连续性、长期性、稳定性，为
考察文化变迁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三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活动多发
生在省际之间，但从移民规模来看，远远超过近代欧洲和美洲的移民活
动。这使得中国历史上大规模人口迁移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成为世界
移民史中不能忽略的问题。２最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活动对于理解
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也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葛剑雄等，１９９２），
例如，如何理解唐宋之际人口与经济重心在空间上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
域的转换，边疆移民与中国大一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３

本文的假设是：随着地域间文化的不断扩散，文化差异逐渐被改变；
当某一地区人口受到移民压力时（如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等），文化差异对
移民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人口将会流向具有相似文化的地
区，较小的文化差异将会导致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为检验该假设，根
据现有保存下来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和社会经济信息，本文构建了唯一
的一个时间跨度达１２００年、包含中国核心区域１８个省的省际面板数据。
通过采用双边移民模型进行考察，本文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时
期，利用姓氏基因距离度量的文化差异同地区间移民率均有显著的负向
关系，即地区间较小的文化差异带来了两地间较大的人口流动。这一结
果即使在控制地区间发展水平、地理因素等差异后依然稳定。这也为理
解中国历史上长期移民特征提供了帮助。首先，从移民的方向来看，在
一千多年的人口迁移过程中，人口主要流动方向是从北向南，但是随着
统一帝国的出现（特别是明代之后），边疆移民成为移民的主要内容。
其次，从移民规模来看，分裂割据时期的移民规模大于统一时期。这些
发现进一步支持了部分移民史学者关于历史移民特征的推断（如葛剑
雄等，１９９３；曹树基，１９９７ａ，１９９７ｂ；吴松弟，１９９７）。本文的以上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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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仅为揭示文化差异与移民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相应的实证证
据，也对中国历史上长期移民特征进行了量化分析与总结。

二、历史背景：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文化扩散

（一）“流动”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的移民

４．如殷商时期从商汤到盘庚一系列的迁都活动等。

　　大规模人口流动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范玉春，２００５；葛剑雄等，

１９９２）。尽管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最早的移民活动，４但对中国历
史进程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几次人口迁移都发生在公元４世纪以后，如
西晋“八王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宋代“靖康之难”之后的大规模人口
流动以及明清时期的洪武大移民、东北大移民等。这些大规模人口迁
移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和战乱。秦汉时期，随着北方经济政治中心
地位的加强与确立，北方中原地区在汉代成为经济政治中心，人口密度
超过其他地区。据汉代人口记录，在全国近３０００万人口中，约４／５人
口生活在秦岭淮河以北，仅１／５人口居住在南方地区（邹逸麟，２００７）。

即使到隋唐时期，北方人口依然约占全国总人口的７５％左右（冻国栋，

２０００）。人口压力的增加必然迫使北方农民外迁，寻找更多生存机会。

其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是中国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战争和社会动荡
的结果。汉代以前，农耕文明同草原文明虽有冲突，但双方大致可以达
到平衡状态，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千多年里（从公元４世纪到１４世纪），

随着中原王朝在汉唐末期实力衰弱，出现分裂割据状态，草原民族不断
南侵，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些战争爆发的地点恰恰是北方
人口密集地区。为躲避战祸，大批北方农民逃离家园，选择南方定居。

截至１４世纪，仅２０％的人口生活在中国北方，其余近８０％的人口生活
在南方地区（范玉春，２００５；葛剑雄等，１９９３）。这一人口分布格局与秦
汉乃至隋唐时期的人口分布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人口流动中的文化扩散
在缺乏文化传播工具的传统社会，人口流动是地区间文化交流的

唯一途径（葛剑雄等，１９９２），而人口流动的结果必然出现文化扩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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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间文化得以交流与融合。文化扩散这一概念最早由克鲁伯
（Ｋｒｏｅｂｅｒ，１９４０）提出，用来描述文化在地区或人群之间的传播，如宗
教、语言的扩散等。但由于文化难以识别，我们对历史上的文化扩散现
象难以观察。因此，本文只能借鉴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如葛剑雄等，

１９９２；Ｃａｖａｌｌｉ－Ｓｆｏｒｚａ　ａｎｄ　Ｆｅｌｄｍａｎ，１９８１）的做法，选择宗教、方言、价值
观等文化元素来观察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地区间文化扩散。
例如，作为中国基本文化特征的儒教，虽然起源于山东、河南一带，

但是在宋代“靖康之难”后，随着大量北方文人南迁，不仅儒教的中心从
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而且在南方得到了新的发展，产生了以“程朱理学”
为代表的新儒家。到明代，这一变化更加突出，全国有近７６％的新儒
家思想家来自东南四省（包括福建、江苏、江西、浙江），其余约１６％的
思想家从北方四省（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产生（谭其骧，１９９４；邹
逸麟，２００７）。可见，由于人口压力、战争以及社会动荡所导致的移民行
为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不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地理分布产生了
重大影响，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也因此而改变。
这种通过文化扩散影响地区间文化距离的现象也可以从方言的演

化看出端倪。方言是重要的文化元素，语言学家通常利用地区间方言的
语音差异来探索文化差异的变化。邓晓华等（２００９）对我国古代地区间
语音差异的研究发现，在晋代以前，汉语言边界以秦岭、淮河为主要分界
线，但这一界线在经历了“八王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三次大规
模移民后便推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外，同一地区内的语音也呈现
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征。以上这些间接证据均反映出，在传统社会
中，伴随着人口流动，文化扩散对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文化扩散与移民的假说
借助人口流动实现的文化交流必然对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产生影

响，缩小或者扩大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而这种新形成的文化差异又将
对下一期的人口迁移活动产生影响。例如，在明末清初，四川饱受战争
蹂躏，人口大幅度减少，四川成为江西、湖南、湖北移民的主要迁入地。
连续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使四川与这些地区的生活习惯、语言、宗教信仰
等非常接近，而相似的文化又为这些地区在清代中期继续向四川移民
提供了可能，形成了中国移民史上所谓的“湖广填四川”。
通过考察中国的历史经验，本文力图揭示地域间文化差异对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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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影响。本文的假设是：在移民的过程中，地区间文化差异对人口
流动具有重要影响，文化差异的外部性对移民决定具有很强的负向影
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间较小的文化差异将会导致更多的
人口流动。

三、模型设定及实证策略

（一）双边模型的设定
为考察文化差异对移民的影响，动态双边移民模型将作为本文的

基本实证框架。采用动态双边模型的优势在于，不仅可以考察移民活
动的方向性，更重要的是可以消除文化差异与人口流动之间可能存在
的相互联立关系。动态双边移民模型设定为：

ｌｎｍｉｇｉｊｔ ＝α＋βｌｎｃｕｌｔｉｊｔ－１＋γＸｉｊｔ＋εｉｊｔ （１）
这里，ｌｎｍｉｇｉｊｔ 表示在时间ｔ从地区ｉ到地区的ｊ移民数量的对数值，

ｌｎｃｕｌｔｉｊｔ－１ 是两地区之间滞后一期的文化差异的对数，Ｘｉｊｔ 为一组与移
民相关的社会、经济和地理因素控制变量，α、β、γ、ε为估计系数和随机
扰动项。其中，β为文化差异与移民规模的弹性，该系数直接体现文化
差异对移民的影响。如果β符号为负，则意味着随着地区间文化差异
的缩小，两地间移民数量不断增加。

（二）变量及数据来源

５．之所以选择较长时间跨度，一方面是缺乏史料，无法进行微观考察；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实
证证据表明，文化改变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至少需要４００年以上的时间（参见Ｒ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４；

Ｇｒｏｓｊｅａｎ，２０１１）。

　　为考察地区间文化差异对移民的影响，本文根据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和
经济社会信息构建了一套跨时一千多年（从公元１０—２０世纪，约１２００年）、
包含中国核心地区１８个省的省际面板数据。由于数据自身的限制，该
数据仅由三个截面、两个时段构成：一个时段是从宋代到明代，另一个时
段是从明代到１９８２年，每个时段覆盖约６００年的移民、文化和经济社会
变化的信息。５选择这一时期作为观察时段的原因是：首先，中国历史上
大规模的移民活动都发生在这一时间段内，例如宋代“靖康之难”后的移
民、明清时期的边疆移民等；其次，该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扩散最活
跃的时期，特别是北方知识分子和农民将文化和农业技术向南方地区进
行传播；最后，在这一千多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由分裂到统一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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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过程，这为讨论不同历史时期人口流动特征提供了较好的机会。

１．被解释变量
由于历史上地区间移民数量的直接数据无法获得，因此，通过历史

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姓氏资料而构建的移民率被用来近似地度量不同地

区间移民规模差异。６本文使用的移民率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遗传与
发育生物研究所。该所的科学家根据历史文献所记录的姓氏信息和现
代人口普查资料分别构建了从宋代到明代和从明代到１９８２年的地区
间移民率（袁义达、张诚，２００２）。７

２．解释变量
由于文化本身难以度量，社会科学家多采用与文化因素具有较强

相关性的变量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如多数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采用
方言、宗教以及滞后一期的移民存量作为文化的代理度量指标。８这些
指标可以捕捉文化的部分特征，但依然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不能对历
史上长期的文化变迁过程进行有效度量。

６．最早用姓氏来研究移民的是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儿子乔治·达尔文。他于

１８７５年首次提出，姓氏可以作为一种基因符号用来考察近亲结婚以及地区间移民等问题
（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７５）。因此，自１９世纪中叶以来，姓氏群体遗传学成为生物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大量生物学家通过姓氏来研究近亲婚姻、移民等问题。

７．２０世纪末，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沿袭波德莫和卡瓦利—斯福扎（Ｂｏｄｍ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ｖａｌｌｉ－Ｓｆｏｒｚａ，１９６８）以及韦斯曼等人（Ｗｉｊｓｍ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的方法，通过宋代到现今（１９８２
年）的人物传记和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出了这一历史时段地区之间的迁移率 （参见袁义达、张
诚，２００２）。

８．例如，哈顿和威廉姆森（Ｈａｔｔ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４）利用滞后一期的移民存量作为文化
因素的度量指标，而其他经济学家（如Ｂａｒｒｏ　ａｎｄ　ＭｃＣｌｅａｒｙ，２００３；Ｆａｌｃｋ，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Ｇｕｉ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采用宗教、方言及价值观等作为文化的度量指标。

近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人群间基因距离对理解文化差异与

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如Ｇｉｕｌｉａｎ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Ｓｐｏｌａｏ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２００９等）。因此，本文也将尝试采用基因距离作为地区间文
化差异的主要度量指标。但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将根据遗传学
的一个分支即姓氏群体遗传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姓氏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地域分布差异构建姓氏基因距离，进而度量地区间的文化差异。
姓氏群体遗传学认为姓氏与Ｙ染色体遗传方式一致，特别是在父姓

社会中，一个群体或地区的不同姓氏分布就相当于同一基因座上等位基
因分布。因此，比较不同群体之间的姓氏分布可以知道不同群体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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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距离。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的生物学家利用《宋人传记资
料索引》（昌彼得等，１９８８）和《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昌彼得等，１９８７）两个
文献，通过计算不同时期各省之间同姓率的概率分布，得到宋代和明代
各省间的姓氏基因距离。９研究发现：在宋代，河南与甘肃之间具有最短
的基因距离（＝０．０６），而山西与福建具有最长的基因距离（＝０．９３）；但是
到了明代，河北和河南具有最近的基因距离（＝０．０１），而广西和陕西具
有最远的基因距离（＝０．７９）。

９．有关宋、明时期各省份之间基因距离的计算，参见袁义达等，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１０．姓氏和ＤＮＡ测算的基因距离数据来自Ｄｕ，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语言距离来源于陆致极，１９９２：
第４章，表４、表６。

尽管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根据Ｙ染色体（姓氏）构建的基因距离同
文化差异具有较强的相关性（Ｂａｔｔａｇｌｉ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Ｓｏｋａｌ，１９８８；

Ｗ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但是这里仍然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姓氏基因距
离是文化差异的有效代理变量。首先，采用姓氏基因距离同 ＤＮＡ基
因距离进行相关性分析，以证明姓氏基因距离作为基因距离的有效性；
然后，再利用作为重要文化标志的方言构建的语言距离同姓氏基因距
离进行相关分析，用来证明姓氏基因距离可以作为文化差异的有效代
理变量。１０表１面板Ａ给出了基本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
均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这进一步证明，姓氏基因距离可以作为文化
差异的有效度量。

表１：基因距离（姓氏）、基因距离（ＤＮＡ）、语言距离的相关系数
面板Ａ

基因距离１９８２（ＤＮＡ） 语言距离１９８２ 基因距离１９８２（姓氏）

基因距离１９８２（ＤＮＡ） １．０００
语言距离 ０．６０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基因距离１９８２（姓氏） ０．６４３＊＊＊（０．０００） ０．６９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面板Ｂ

基因距离１９８２（ＤＮＡ） 语言距离１９８２ 明代基因距离（姓氏）

基因距离１９８２（ＤＮＡ） １．０００
语言距离 ０．６０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明代基因距离（姓氏） ０．５９８＊＊＊（０．０００） ０．５３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注：１．括号内为ｐ值；
２．＊＊＊显著水平为１％；＊＊显著水平为５％；＊ 显著水平为１０％。

３．控制变量
除文化因素外，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地区间移民数量的变化，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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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首先，人口压力是导致移民的重要因素，因
此，地区间的人口密度差异被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本研究中，宋代
与明清时期的人口分别来自吴松弟（２０００）与曹树基（２０００ａ，２０００ｂ）编著
的《中国人口史》，各地区面积数据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

１９８２），根据这些数据最终计算出不同省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密度。
其次，战争与自然灾害也是决定移民的重要因素，因而这些变量也作为
控制变量被纳入考虑。有关战争和自然灾害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历代
战争年表》（傅仲侠等，２００３）和《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
（宋正海，１９９２）。此外，地区间开发早晚差异也是影响移民方向的重要因
素，在此也将考虑。本研究采用该地区是否具有新石器文化遗址（如果
有＝１）控制地区间开发早晚差异对移民数量的影响。新石器文化遗址
分布信息来自于《中国历史地图集》（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Ｈｓｕ，１９８０）。最后，有三
类地理因素也被作为控制变量：一是移民方向虚拟变量，主要是移出地
是否是北方地区（是＝１）；二是迁入地是否是边疆地区（是＝１）；三是各地
间的欧几里德地理距离也被考虑，其数据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
骧，１９８２）。前两个虚拟变量主要识别历史上移民的主要特征，而地理距
离则衡量地区间移民的相对成本。主要变量统计描述在表２中给出。

表２：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样本容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地区之间移民率（×１０－４） ４８０　 １６０．４　 ５１８．２　 ０　 １６９２

地区之间基因距离（采用姓氏测算）
　（×１０－４）

４８０　 ２８６５．９　 １７１６．４　 １４２　 ９３１４

该地区是否有文化遗址？（有＝１） ４８０　 ０．７５８　 ０．４２９　 ０　 １

移民目的地是否为边疆？（是＝１） ４８０　 ０．７１７　 ０．４５１　 ０　 １

移民移出地是否为北方？（是＝１） ４８０　 ０．５９４　 ０．４９２　 ０　 １

是否为统一时期？（是＝１） ４８０　 ０．５　 ０．５０１　 ０　 １

人口密度差异的对数值 ３１２　 １．１３４　 ０．８４１　 ０．０２６　 ３．９４７

战争频率差异的对数值 ４２２　 ０．５４９　 ０４１３　 ０　 ２．０２８

自然灾害（水、旱灾）发生频率
　的对数值

４８０　 １．０２７　 ０．７０３　 ０　 ２．７７９

地区间地理距离 （单位：千米） ４８０　 １５０８．９　 ６８２．９　 ２５２　 ３２４０

（三）实证策略
在报告估计结果前，需要进一步讨论实证策略，特别是如何纠正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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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由于缺失变量、度量误差所产生的内生估计偏差。本文将从两个
方面来解决这一问题，进而识别文化差异与移民规模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为剔除缺失变量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偏差，本文采用工具变量
法。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应该同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但对
被解释变量没有直接的影响。对本研究而言，有效的工具变量应与文
化差异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但对移民率没有直接影响。因此，地区间滞
后一期的战争频率差异可作为工具变量识别缺失变量所产生的估计偏

差。其逻辑是：滞后一期的地区间战争频率差异对当前的移民率没有
直接影响，但对滞后一期的文化差异产生影响。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
么滞后一期的地区间战争频率差异将外生于当期的移民率。两阶段回
归方程设定如下：

ｌｎｍｉｇｉｊｔ ＝αｌｎ　ｃｕｌｔ
＾

ｉｊｔ－１＋βＸｉｊｔ＋εｉｊｔ （２）

ｌｎｃｕｌｔｉｊｔ－１ ＝γｌｎｗａｒｆｒｅｑｉｊｔ－１＋φＸｉｊｔ＋σｉｊｔ－１ （３）

这里，方程（２）同方程（１）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的

ｌｎｃｕｌｔｉｊｔ－１ 是通过第一阶段回归方程（３）获得的估计值。而在第一阶段
方程（３）中，ｌｎｃｕｌｔｉｊｔ－１是两地区之间ｔ－１期的文化差异的对数，即所需
处理的内生变量；而ｌｎｗａｒｆｒｅｑｉｊｔ－１ 为滞后一期的地区间战争频率差
异，是识别文化差异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

其次，还要考虑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的度量误差。一方面，尽
管姓氏基因距离是一个衡量历史上地区间文化差异的有效变量，但同
其他指标一样，它并不能完全反应文化特征，会产生度量误差。因此，

可根据ＤＮＡ计算的基因距离和语言距离替代姓氏基因距离，用来度
量文化差异。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历史移民数据，尽管本文使用移民率
作为移民规模的度量，但是被解释变量依然可能存在度量误差。因此，

在采用小样本进行一致性估计检验的同时，本文也根据曹树基（１９９７ａ）

整理的移民宗族和移民村庄的迁移信息重新构建两个数据库，考察被
解释变量的度量误差是否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四、实证结果

（一）ＯＬＳ估计结果
表３报告了根据回归方程（２）采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的估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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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文化差异对移民的影响：ＯＬＳ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地区间移民率的对数值

（１） （２） （３） （４） （５）

解释变量

　基因距离对数值 －０．２２０＊＊＊－０．３３８＊＊＊－０．４３６＊＊＊－０．３５７＊＊＊－０．６５８＊＊＊
（０．０８１） （０．１２０） （０．１１５） （０．１２２） （０．１４０）

控制变量

　人口密度差异的对数值 ０．２０６＊＊＊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４＊＊＊ ０．１３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７）

　战争频率差异的对数值 ０．３０６＊ ０．３７７＊＊ ０．３２４＊ ０．８４０＊＊
（０．１５７）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５） （０．３５８）

　自然灾害差异的对数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４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７） （０．１４６）

　移民目的地是否为边疆地区？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８　 ０．４１８＊

　（是＝１） （０．１５０） （０．１５０） （０．２２６）
　移民出发地是否为北方地区？ ０．４３３＊＊＊ ０．４８７＊＊＊ ０．５５９＊＊＊

　（是＝１）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７） （０．２０４）
　地理距离的对数值 －０．１１５ －０．０８３ －０．３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２３２） （０．２２８） （０．２４５） （０．３３８）
　是否为统一时期（是＝１） －０．７３２＊＊＊－０．７２８＊＊＊－０．７２９＊＊＊

（０．１５１）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８）
　是否有新石器文化遗址（有＝１） ０．３４９＊ ０．８５３＊＊＊

（０．１８７） （０．２６２）
常数项 ６．０９８＊＊＊ ７．５００＊＊＊ ７．８７０＊＊＊ ７．３４０＊＊＊ ８．０２４＊＊＊

（０．６３０） （０．８６０） （０．８２３） （０．８７６） （１．００５）
观测值 ４８０　 ３１２　 ３１２　 ３１２　 １５６
Ｆ－统计量 ７．３６　 １７．７　 １０．３２　 ９．６８　 ９．６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１３　 ０．１７７　 ０．２０２　 ０．２１０　 ０．２８８
　　注：１．第１－５列的被解释变量为通过姓氏计算的移民率，解释变量为以姓氏

基因距离度量的文化差异；
２．第１－４列给出了全样本的估计结果，即从宋代到１９８２年；第５列仅仅
给出了小样本的估计结果，即仅包括从明代到１９８２年的样本；

３．标准误差根据卡梅伦（Ｃａｍｅｒ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的多边聚类方法调整给出；
４．括号内为稳定性标准误差；
５．＊＊＊显著性水平为１％；＊＊显著性水平为５％；＊显著性水平为１０％。

１１．由于采用双边移民模型作为实证框架，因此，稳定性标准误差根据调整后的多边聚类方法
调整给出（参见Ｃａｍｅｒ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果。１１在第１列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回归结果显示，用姓氏
基因距离度量的文化差异对移民率有较强负向影响。回归系数表明，

基因距离每增加１％，移民率将会减少０．２２％。在接下来的第２列，分
别控制住地区间战争和自然灾害频率、人口密度、地理因素等差异以及
时间虚拟变量［度量统一和分裂时期移民差异（统一时期＝１）］后，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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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的估计系数依然为负且统计上显著（显著水平小于１％）。而在第

３列，两个地理因素虚拟变量加入模型，即迁入地是否为边疆地区（是

＝１）和迁出地区是南方还是北方（北方＝１）。控制这些变量后，回归结
果依然同前两列一致，估计系数无显著差异。
在表３的最后两列，有关地区开发早晚的虚拟变量［即迁出地是否有

新旧石器文化遗址（有＝１）］被加入模型中。同时，为了提供更可靠的估计
结果，分别使用全样本和小样本（仅包括明代以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此
时，表３中第４列和第５列的回归系数依然表明，姓氏基因距离对移民率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还可发现，文化遗址虚拟变量对移民也有较强的
影响，即越具有文化遗址的地方越容易移民。这恰恰支持了齐默曼和鲍尔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Ｂａｕｅｒ，２００２）有关文明通过移民扩散的观点。
此外，从表３的回归结果也可发现：首先，与之前有关移民决定因

素认识一致的是，地区间的人口密度、战争、自然灾害频率差异对移民
有显著影响，是引起移民的主要动力。其次，根据时间虚拟变量估计结
果，分裂比统一时期更容易导致移民，因为分裂时期战争不断，人们为
了躲避战争而不得不大量迁移。最后，比较明代以后小样本和全样本
的估计结果时，地理虚拟变量表明：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移民方向是
从北向南，但是明代之后，特别是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形成，边疆移民成
为移民的主要方向。以上这些发现进一步验证了之前人口史学家的判
断（曹树基，１９９７ａ，１９９７ｂ）。

（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尽管表３的回归结果给出了文化差异与移民之间关系的考察，但

这些结果还可能受到潜在内生性估计偏差的影响。因此，地区间滞后
一期的战争频率差异作为滞后一期的地区间文化差异的工具变量可用

来解决内生性估计偏差。
带有工具变量的两阶段估计结果在表４给出。从表４第１列未加入

任何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看，使用工具变量后，文化差异对移民影响的系
数依然显著为负，且用姓氏基因距离度量的文化差异系数每增加１％，地区
间移民率将减小０．２１％。而在第２列和第３列控制住地区间人口密度、战
争频率、自然灾害频率、地理等因素后，该系数依然为负且统计显著。最
后，为得到最终一致性的估计结果，同表３识别策略一样，在最后两列分别
给出了长期文化扩散对移民的影响以及分别采用全样本和小样本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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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估计结果表明：在采用带有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后，地区间
基因距离依然同移民率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而且对比表４和表３的回归
系数可发现，采用工具变量后，基因距离的系数虽然有所增加但无显著差
异。这表明内生性估计偏差未对估计结果产生致命影响。

表４：文化差异与移民率：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地区间移民率的对数值

（１） （２） （３） （４） （５）

解释变量

　基因距离对数值 －０．２０７＊ －０．２８６＊ －０．４４１＊＊＊ －０．３１９＊ －０．７４８＊＊＊
（０．１１４） （０．１７０） （０．１６８） （０．１８４） （０．１６６）

控制变量

　人口密度差异的对数值 ０．２０６＊＊＊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３＊＊＊ ０．１３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７）

　战争频率差异的对数值 ０．２９８＊ ０．３７８＊＊ ０．３１５＊ ０．８６０＊＊
（０．１５７） （０．１６３） （０．１６７） （０．３６０）

　自然灾害差异的对数值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５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７） （０．１４６）

　移民目的地是否为边疆地区？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９　 ０．４１４＊

　（是＝１） （０．１４９） （０．１５０） （０．２２６）
　移民出发地是否为北方地区？ ０．４３４＊＊＊ ０．４８０＊＊＊ ０．５８１＊＊＊

　（是＝１）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７） （０．２０５）
　地理距离的对数值 －０．１６８ －０．０７８ －０．３５６　 ０．１４０

（０．２６５） （０．２５７） （０．２８９） （０．３７１）
　是否为统一时期（是＝１） －０．７２６＊＊＊－０．７２８＊＊＊ －０．７２５＊＊＊

（０．１５１）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８）
　是否有新石器文化遗址（有＝１） ０．３７０＊ ０．８０３＊＊＊

（０．１９６） （０．２７０）
常数项 ６．３３９＊＊＊ ７．１８１＊＊＊ ７．８９８＊＊＊ ７．１０６＊＊＊ ８．５３５＊＊＊

（０．９０９） （１．１３６） （１．１０９） （１．２３１） （１．１４４）
观测值 ４８０　 ３１２　 ３１２　 ３１２　 １５６
Ｆ－统计量 １３．６４　 ９．６１　 ９．６７　 ９．１６　 １０．０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７６　 ０．１７７　 ０．２０２　 ０．２０９　 ０．２８６
　　注：１．第１－５列的被解释变量为通过姓氏计算的移民率，解释变量为以姓氏

基因距离度量的文化差异；
２．第１－４列给出了全样本的估计结果，即从宋代到１９８２年；第５列仅给
出了小样本的估计结果，即仅仅包括从明代到１９８２年；

３．工具变量为之后两期的各地战争频率的差异；
４．标准误差根据卡梅伦（Ｃａｍｅｒ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的多边聚类方法调整给出；
５．括号内为稳定性标准误差；
６．＊＊＊显著性水平为１％；＊＊显著性水平为５％；＊显著性水平为１０％。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获得稳健性的估计结果，还需要对存在于解释变量和被

解释变量中的度量误差进行考察，识别这些潜在的度量误差是否对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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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结果产生影响。为了识别解释变量中可能存在的度量误差，分别采
用ＤＮＡ计算的基因距离以及地区间语言距离替代姓氏基因距离，作
为文化差异的新的代理变量。基因距离与语言距离数据分别来自杜若
甫Ｄｕ，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和陆致极（１９９２）的研究。由于期望这些指标可以
替代明代姓氏基因距离，因此在得到正式估计结果之前对三个变量之
间的相关关系进行讨论，结果在表１面板Ｂ给出。表１面板Ｂ表明，
姓氏基因距离与１９８２年的ＤＮＡ基因距离、语言距离之间存在较强的
正相关。因此，采用ＤＮＡ基因距离和语言距离可以替代明代姓氏基
因距离，作为文化差异的代理变量。
表５提供了仅采用明代以后数据分析的稳定性检验结果。表５前

两列分别报告了控制地区间地理距离情况下，ＤＮＡ基因距离、方言距
离对地区间移民率的影响。估计系数进一步确认了文化差异与移民具
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接下来的第３列和第４列控制了一系列社会、
经济以及地理因素后，采用ＤＮＡ基因距离与方言距离度量的文化差
异依然与前两列估计结果一致。最后两列给出的是带有工具变量的两
阶段回归结果，估计结果也皆与先前的估计结果相同。

１２．由于移民群体族谱和村落观测值有限（仅３０个），不能进行有效的回归分析，只能进行粗
略的相关关系检验。其中采用族谱分析得到的族谱与姓氏基因距离、ＤＮＡ距离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０．２８８和－０．５２９；而根据移民村落信息与姓氏基因距离、ＤＮＡ距离得到的相关系
数分别为－０．４４７和－０．３４３。

此外，为了识别被解释变量的度量误差，从地方志整理出来的移民宗
族和移民村落两个数据也被采用，即，将采用两地之间移民村落数量差异
以及移民族谱中的迁出地和迁入地信息测算的文化差异同采用姓氏和

ＤＮＡ测算的文化差异进行相关分析。所有结果均表明，文化差异与移民
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性。１２由此可知，估计误差对先前估计结果没有影
响。

五、结论

文化差异作为影响大规模移民的决定因素已受到较长时间的关注，
但由于文化本身难以量化以及缺乏长时段数据，最终导致有关文化差异
与移民关系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因此，本文使用唯一一套中国历史上
长时段文化差异与人口迁移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双边移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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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采用新的文化度量指标检验文化差异对移民的因果影响。
表５：文化差异与移民：稳定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地区间移民率的对数值（明代到１９８２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解释变量

　基因距离对数值 （ＤＮＡ） －０．１６３＊＊＊ －０．１７０＊ －０．４３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７８） （０．２０６）

　语言距离对数值 －１．１５１＊ －１．２８４＊＊ －１．１０５＊

（０．５８１） （０．５９４） （０．６９４）

控制变量

　人口密度差异的对数值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９）

　战争频率差异的对数值 ０．７２７＊＊＊ ０．９６７＊ ０．７７９＊＊ ０．９５０＊＊

（０．１９７） （０．４９９） （０．３５１） （０．３３０）

　自然灾害差异的对数值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１
（０．１３０） （０．１９９） （０．１６１） （０．２０３）

　移民目的地是否为边疆地区？ ０．４７９＊＊ ０．６７０＊＊ ０．５２２＊＊ ０．６６２＊＊

　（是＝１） （０．２０９） （０．３０３） （０．２４３） （０．２９４）

　移民出发地是否为北方地区？ ０．４１２＊ ０．６３０＊＊ ０．４３４＊＊ ０．６０６＊＊

　（是＝１） （０．２９２） （０．２５７） （０．２１６） （０．２４２）

　是否有新石器文化遗址？ １．０９１＊＊＊ ０．８８３＊＊ ０．８８６＊＊＊ ０．９０１＊＊

　（有＝１） （０．２７２） （０．３４６） （０．３１１） （０．２９７）

　地理距离的对数值 ０．１７４ －０．７３５＊＊－０．６５２＊＊－０．２０１ －０．１５３ －０．２５０
（０．２５８） （０．３３４） （０．２９８） （０．４４２） （０．５１６） （０．２９５）

常数项 ４．２９８＊＊＊ ６．８７１＊＊＊ ４．３８６＊＊＊ ３．７２５＊＊＊ ４．５８１＊＊＊ ３．６９７＊＊＊

（０．３９３） （０．６８８） （０．５１４） （０．６９３） （０．５４２） （０．７１１）

观测值 ２４０　 １３２　 １５６　 １１０　 １５６　 １１０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５．１２　 ８．１６　 １２．７８　 ５．５６　 ８．５１　 １８．５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１３　 ０．５５９　 ０．２１７　 ０．２５７　 ０．１９０　 ０．２５７

　　注：１．第１－６列的被解释变量为通过姓氏计算的从明代到１９８２年的移民率；
２．第１、３、５列解释变量为ＤＮＡ基因距离度量的文化差异，而第２、４、６列
解释变量为根据方言距离计算的文化差异；

３．第１、４列给出了ＯＬＳ估计结果，带有工具变量的２ＳＬＳ估计结果在第５、
６列给出；

４．第５、６列中的工具变量为滞后两期的各地战争频率的差异；
５．标准误差根据卡梅伦（Ｃａｍｅｒ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的多边聚类方法调整给出；
６．括号内为稳定性标准误差；
７．＊＊＊显著性水平为１％；＊＊显著性水平为５％；＊显著性水平为１０％。

　　研究发现，在控制住一系列社会、经济、地理等因素后，采用姓氏基
因距离度量的文化差异对移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文化差异越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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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的移民规模越大。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剔除了潜在内生性偏差后，
该结果依然稳定。由此我们相信，文化差异是影响地区间移民的一个
重要决定因素，这为识别文化对移民的影响提供了扎实的实证证据。
与此同时，本文也为理解中国历史上较长时段的大规模移民活动

提供了一个量化的动态考察。实证结果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移民活动的
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人口密度和战争对移民活动有显著影响，是中国
历史上移民的主要动力；其次，分裂时期与统一时期相比更容易导致大
规模的移民活动；再次，从移民方向上看，总体上中国的移民方向是从
北向南，但是在明代之后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形成，边疆成为移民的主要
方向；最后，通过对迁入地与迁出地开发历史早晚的考察，发现移民主
要是从农耕文明的成熟地区向不成熟地区流动。所有这些不仅为理解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活动、地理疆域变化提供了量化的数据，同时也为理
解当前中国地理疆域的形成以及人口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曹树基．１９９７ａ．中国移民史（明时期）［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曹树基．１９９７ｂ．中国移民史（清时期）［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曹树基．２０００ａ．中国人口史（第四卷）［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曹树基．２０００ｂ．中国人口史（第五卷）［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昌彼得、王德毅．１９８８．宋人传记资料索引［Ｍ］．北京：中华书局．
昌彼得、乔衍琯、宋常廉．１９８７．明人传记资料索引［Ｍ］．北京：中华书局．
邓晓华、王士元．２００９．中国的语言及方言的分类 ［Ｍ］．北京：中华书局．
冻国栋．２０００．中国人口史（第二卷）［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范玉春．２００５．移民与中国文化 ［Ｍ］．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傅仲侠、田昭林、张醒、杨伯时．２００３．中国历代战争年表 ［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１９９２．移民与中国 ［Ｍ］．香港：中华书局．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１９９３．简明中国移民史 ［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陆致极．１９９２．汉语方言数量探索 ［Ｍ］．北京：语文出版社．
宋正海．１９９２．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 ［Ｍ］．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谭其骧．１９８２．中国历史地图集 ［Ｍ］．上海：地图出版社．
谭其骧．１９９４．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 ［Ｇ］／／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７１－１８８．
吴松弟．１９９７．中国移民史 （宋辽金元时期）［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吴松弟．２０００．中国人口史 （第三卷）［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袁义达、金锋、张诚、斋藤成也．１９９９．宋朝中国人的姓氏分布与群体结构分化 ［Ｊ］．遗
传学报（３）：１８７－１９７．

袁义达、张诚．２００２．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 ［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袁义达、张诚、杨焕明．２０００．中国人群体遗传ＩＩ：姓氏传递的稳定性与地域人群的亲缘
关系 ［Ｊ］．遗传学报（７）：５６５－５７２．

邹逸麟．２００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Ｍ］．上海教育出版社．

·４７１·

社会·２０１５·４



Ａｋｅｒｌｏｆ，Ｇｅｏｒｇｅ．Ａ．１９９７．“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６５（５）：
１００５－１０２７．

Ｂａｒｒｏ，Ｒｏｂｅｒｔ　Ｊ．，ａｎｄ　Ｒａｃｈｅｌ　Ｍ．ＭｃＣｌｅａｒｙ．２００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６８：７６０－７８１．

Ｂａｔｔａｇｌｉａ，Ｖｉｎｃｅｎｚａ，Ｓｉｍｏｎａ　Ｆｏｒｎａｒｉｎｏ，Ｎａｄｉａ　Ａｌ－Ｚａｈｅｒｙ，Ａｎｎａ　Ｏｌｉｖｉｅｒｉ，Ｍａｒｉａ　Ｐａｌａ，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Ｍ．Ｍｙｒｅｓ，Ｒｏｙ　Ｋｉｎｇ，Ｓｉｉｒｉ　Ｒｏｏｔｓｉ，Ｄａｍｉｒ　Ｍａｒｊａｎｏｖｉｃ，Ｄｒａｇａｎ　Ｐｒｉｍｏｒａｃ，
Ｒｉｆａｔ　Ｈａｄｚｉｓｅｌｉｍｏｖｉｃ，Ｓｔｏｊｋｏ　Ｖｉｄｏｖｉｃ，Ｋａｔｉａ　Ｄｒｏｂｎｉｃ，Ｎａｓｅｒ　Ｄｕｒｍｉｓｈ，Ａｎｔｏｎｉｏ
Ｔｏｒｒｏｎｉ，Ｓｉｌｖａｎａ　Ｓａｎｔａｃｈｉａｒａ－Ｂｅｎｅｒｅｃｅｔｔｉ，Ｐｅ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ｈｉｌｌ，ａｎｄ　Ｏｒｎｅｌｌａ　Ｓｅｍｉｎｏ．２００９．
“Ｙ－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１７：８２０－８３０．

Ｂｏｄｍｅｒ，Ｗａｌｔｅｒ　Ｆ．，ａｎｄ　Ｌｕｉｇｉ　Ｌ．Ｃａｖａｌｌｉ－Ｓｆｏｒｚａ．１９６８．“Ａ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ｒｉｆｔ．”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５９：５６５－５９２．

Ｃａｍｅｒｏｎ，Ｃｏｌｉｎ，Ｊｏｎａｈ　Ｂ．Ｇｅｌｂａｃｈ，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Ｌ．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１１．“Ｒｏｂｕｓｔ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Ｗａ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９（２）：２３８－２４９．

Ｃａｖａｌｌｉ－Ｓｆｏｒｚａ，Ｌｕｉｇｉ　Ｌ．１９８１．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ｅｎｇ，Ｋ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ｄ　Ｓｈｅｎｇｍｏ　Ｈｓｕ．１９８０．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Ｄａｒｗｉｎ，Ｃｅｏｒｇｅ　Ｈ．１８７５．“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ｕｓｉｎ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８：１５３－１８４．

Ｄｕ，Ｒｏｕｆｕ，Ｙｉｄａ　Ｙｕａｎ，Ｊｕｌｉａｎａ　Ｈｗａｎｇ，Ｊｏａｎｎ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ｎｄ　Ｌｕｉｇｉ　Ｌ．Ｃａｖａｌｌｉ－Ｓｆｏｒｚａ．
１９９１．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ｕｒ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９４３０５，Ｐａｐ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０２７．

Ｄｕｓｔｍａｎ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ｎｄ　Ｉａｎ　Ｐｒｅｓｔｏｎ．２００４．Ｒａ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０１０４．

Ｅｐｓｔｅｉｎ，Ｇｉｌ　Ｓ．，ａｎｄ　Ｉｒａ　Ｎ．Ｇａｎｇ．２０１０．“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Ｚ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ＤＰ　Ｎｏ．５１２３．

Ｆａｌｃｋ，Ｏｌｉｖｅｒ，Ｓｔｅｐｈａｎ　Ｈｅｂｌｉｃｈ，Ｌａｍｅｌｉ　Ａｌｆｒｅｄ，ａｎｄ　Ｊｅｎｓ　Ｓüｄｅｋｕｍ．２０１２．“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７２（２－３）：
２２５－２３９．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Ｐａｏｌａ，Ａｎｔｏｎｉｏ　Ｓｐｉｌｉｍｂｅｒｇｏ，ａｎｄ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Ｔｏｎｏｎ．２０１４．“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４（１）：１７８－１９８．

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ｎｇ，Ｔｔｈｏｍａｓ，ａｎｄ　Ｄｉａｎａ　Ｌａｒｙ．２０００．Ｓｗａｌ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ｒｓ：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Ｇｒｏｓ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ｉｎｅ．２０１１．“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１（３）：５０４－５０８．

Ｇｕｉｓｏ，Ｌｕｉｇｉ，Ｐａｏｌａ　Ｓａｐｉｅｎｚａ，ａｎｄ　Ｌｕｉｇｉ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２００６．“Ｄｏ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２）：２３－４８．

Ｈａｔｔｏｎ，Ｔｉｍｏｔｈｙ　Ｊ．，ａｎｄ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４．“Ｗｈａｔ　Ｄ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
１－２７．

Ｋｒｏｅｂｅｒ，Ａｌｆｒｅｄ　Ｌ．１９４０．“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　４２（１）：１－２０．
Ｒｏｌａｎｄ，Ｇｅｒａｒｄ．２００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Ｆａｓｔ－Ｍｏ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ｌｏｗ－

Ｍｏｖ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８（４）：１０９－
１３１．

·５７１·

文化因素对人口流动的长期影响：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实证分析



Ｓｏｋａｌ，Ｒｏｂｅｒｔ　Ｒ．１９８８，“Ｇｅｎｅｔ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８５：１７２２－１７２６．

Ｓｐｏｌａｏｒｅ，Ｅｎｒｉｃｏ，ａｎｄ　Ｒｏｍａｉｎ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２００９．“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４（２）：４６９－５２９．

Ｓｔａｒｋ，Ｏｄｅｄ．１９９１．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Ｔａｙｌｏｒ，Ｊ．Ｅｄｗａｒｄ．１９８６．“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Ｉｎ　Ｏｄｅｄ　Ｓｔａｒｋ（ｅ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ｒｅｅｎｗｉｃｈ，ＣＮ：
ＪＡＩ　Ｐｒｅｓｓ：１４７－１７１．

Ｗｅｎ，Ｂｏ，Ｈｕｉ　Ｌｉ，Ｄａｒｕ　Ｌｕ，Ｘｉｕｆｅｎｇ　Ｓｏｎｇ，Ｆ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Ｙｕｎｇａｎｇ　Ｈｅ，Ｆｅｎｇ　Ｌｉ，Ｙａｎｇ
Ｇａｏ，Ｘｉａｎｙｕｎ　Ｍａｏ，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Ｊｉ　Ｑｉａｎ，Ｊｉｎｇｚｅ　Ｔａｎ，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Ｊｉｎ，Ｗｅｉ　Ｈｕａｎｇ，
Ｒａｎｊａｎ　Ｄｅｋａ，Ｂｉｎｇ　Ｓｕ，Ｒａｎａｊｉｔ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ａｎｄ　Ｌｉ　Ｊｉｎ．２００４，“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Ｄｅｍｉｃ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　４３１（１６）：３０２－３０５．

Ｗｉｊｓｍａｎ，Ｅｌｌｅｎ，Ｇｉａｎｎａ　Ｚｅｉ，Ａｎｔｏｎｉｏ　Ｍｏｒｏｎｉ，ａｎｄ　Ｌｕｉｇｉ　Ｌ．Ｃａｖａｌｌｉ－Ｓｆｏｒｚａ．１９８４．
“Ｓｕｒｎａｍｅｓ　ｉｎ　Ｓａｒｄｉｎｉａ　ＩＩ．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ｕｒｎａ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Ａｎｎｕ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４８：６５－７８．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Ｋｌａｕｓ　Ｆ．，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Ｂａｕｅｒ．２００２．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ｓ．
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ｃ．

责任编辑：田　青

·６７１·

社会·２０１５·４


